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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是否提高了子代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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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计划生育影响的一代人能否从政策中直接受益， 成为检验政策对集体和个人的效

应是否统一的关键环节。 既有对计划生育后果的研究多集中在政策的宏观影响层面， 本文从

计划生育如何直接作用于微观个体的视角出发，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 年的

数据实证检验了计划生育与子代个人收入的关系。 结果发现， 人力资本层面的 “人口数量

质量替代” 在中国成立， 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有效地增加了子代的受教育程度， 然而兄弟

姐妹作为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也受到计划生育的作用而减弱。 综合两种效应来看， 计划生育

并没有显著地影响子代个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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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新中国成立之后， 政府为控制过快增长的人口数量， 实行计划生育。 由此，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

项基本国策在全国范围内长时期执行， 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计划生育政策影响

的讨论一直都是学术界的热点话题， 同时也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尤其是近些年来对人口红利、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社保空账和未富先老等问题的讨论， 促使人们开始怀疑中国计划生育的合理

性。 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成为社会焦点， 全面放开人口控制政策的呼声不绝于耳。 全面准确认识

计划生育的政策后果， 对于政策的废止与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有的学者认为， 计划生育使得生育率下降带来经济增长红利［１ － ３］。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生育

率快速下降促使人口年龄结构发生转变， 抚养比下降带来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以及更高的储蓄率［４］，
进而提高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５］； 二是由于人口数量质量替代关系的存在， 生育率的下降有利于国家人

力资本的积累， 通过提高劳动力质量有利于经济增长［６］。 而放松人口政策会造成人口总量扩张并加

重当代人的负担， 导致自然资源过度使用， 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７ － ９］。
也有学者认为， 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于经济增长无益， 反而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人口政策约束了人

力资源总量的增长， 并引起人口老龄化， 不仅加重家庭的养老负担， 还减弱对下一代人力资本投资能

力， 缩短了人口红利与人口消费红利的时间［１０］。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所采取的超生罚款制度既

损害农村物力资本的积累， 也损害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 计划生育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１１］。 计划生

育政策激化了中国居民尤其是农村的 “男孩偏好”， 加之堕胎成本降低， 导致了中国严重的出生性别

比例失调［１２ － １３］。 甚至有学者认为性别比例失调是导致过去 ２０ 年中国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１４］。
微观群众基础是政策获得社会支持力度大小的主要影响因素。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在为

国家带来经济增长效应的同时， 对微观个体会产生什么样的直接影响？ 计划生育对于微观个体最为直

接的影响就是减少了兄弟姐妹数量。 根据 “人口数量质量替代” 假说［１５］， 随着生育数量的减少， 孩

子得到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 照此来看， 计划生育通过减少家庭的生育数量将有助于个体收入的提

升。 然而， 兄弟姐妹作为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大致可以概括

为： ①家庭资源的竞争者； ②成长中的陪伴者； ③赡养父母的合作者； ④成人后的互助者； ⑤彼此的

抚养者。 尤其是在以亲情血缘关系为重的文化社会， 兄弟姐妹的作用更加突出。 考虑到我国社会保

障体系尚不完善、 市场仍处于转型阶段的具体情况， 兄弟姐妹对个体的影响可能要更为复杂和重

要。 在看到兄弟姐妹的负面竞争效应的同时， 关注兄弟姐妹带来的正面互助效应， 综合分析计划

生育对微观个体的影响， 对全面认识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受计划生

育政策影响的一代人是否从计划生育政策中受益， 成为检验政策对集体和个人的影响是否统一的

关键环节。

二、 文献综述及理论机制

１ 兄弟姐妹数量对个体影响的综述

兄弟姐妹数量会影响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 在家庭收入约束下， 家长将

孩子视为经济产品， 以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最优组合［１５］。 孩子数量的增加显著

降低其学业进步、 进入大学的机会和学习成绩， 并会影响所有孩子的健康程度［１６］。 兄弟姐妹越多，
女性的受教育年数相对男性越低， 尤其是在她们有兄弟的情况下［１７］。 控制其他变量， 农村女孩的受

教育程度与其兄弟姐妹数呈负相关， 较少的兄弟姐妹数对应着她们较长的受教育年数； 随着生育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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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年轻世代农村女孩的受教育程度相对于年老世代显著提升［１８］。 中国高龄老人群体中有较多兄

弟姐妹者死亡风险低于兄弟姐妹数量较少者［１９］。
社会网络发挥着重要的信息传递作用， 对个体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具有重要影响。 社会网络可以分

为以家人亲戚为主的强联系和以朋友熟人为主的弱联系。 在中国社会中， 以家人和亲戚为主的天然的

强联系在个人就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对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有重要影响［２０］。 兄弟姐妹间的

这种天然社会网络会影响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好坏。 兄弟姐妹所具有的社会网络， 能够为个体

在劳动力市场提供有力的支撑。 兄弟姐妹网络作为一种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劳动力市场上

信息流动的效率。 此外， 由于中国的养老保障机制还处于初级阶段， 在当前， 家庭养老仍然是社会的

主要养老方式。 兄弟姐妹在长大成人之后， 仍然存在很多的密切联系， 不仅在赡养父母上存在合作关

系，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提供便利， 兄弟姐妹成为一个人的重要社会资本组成部分。 有学者发现兄

弟不仅可以分担风险， 提供非正式信贷支持， 还能分担赡养父母的成本， 每多拥有一个兄弟， 家庭储

蓄率平均降低 ５％ ［２１］。 甚至在亲属中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发挥着比父母更大的作用， 特别是在财务

支持网中［２２］。
此外， 兄弟姐妹还会在生活观念上对个人产生重要影响。 个体的兄弟姐妹数量对其生育意愿有正

向的影响， 其中异性兄弟姐妹数量的影响尤为显著［２３］。 “８０ 后” 居民的幸福感随兄弟姐妹数量增加

而显著降低［２４］。
２ 影响机制分析

当我们在个人收入决定过程中考虑到兄弟姐妹的作用时， 计划生育政策会通过减少个体的兄弟姐

妹数量经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两条途径影响个人收入， 传导逻辑见图 １。

图 １　 计划生育影响个人收入的传导途径

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 一方面， 兄弟姐

妹是家庭资源的竞争者， 家庭子女越多， 教育投资

越分散， 个体得到的人力资本投资越少。 这是 “人
口数量质量替代” 假说的基本逻辑。 生育数量的减

少则意味着兄弟姐妹之间关于家庭教育等资源的竞

争程度减弱， 有利于个体人力资本的积累， 最终有

助于提升个体收入水平。 然而， 另一方面， 兄弟姐

妹还可以弥补父母资源尤其是时间投入不足的问题， 从而正向影响个体人力资本的积累。 比如在农村

地区中， 父母处于农忙或者工作期间， 年长的孩子照顾年幼的孩子是一种常见现象。 又比如兄弟姐妹

间的交往能够提升个人的交际能力等。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 兄弟姐妹作为社会网络中天然的强联系， 是个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

分。 一方面， 兄弟姐妹之间可以分担父母的养老压力， 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情

况下体现得更为明显： 在生活上互帮互助， 发挥着保险功能； 在劳动力市场中起到信息传递的作用。
另一方面， 兄弟姐妹间也担负着抚养义务， 可能成为彼此的负担。 我国 《婚姻法》 第 ２３ 条规定：
“有负担能力的兄、 姐， 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 妹， 有抚养的义务。” 最

高人民法院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 ２６ 条规定： “由兄、 姐抚

养长大的有负担能力的弟、 妹， 对丧失劳动能力、 孤独无依的兄、 姐有扶养的义务。”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不管是从人力资本的角度， 还是从社会资本的角度， 我们均无法在理论上

确定兄弟姐妹数量对个体收入的影响方向及大小。 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待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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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据与变量

１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实证检验所用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 “９８５” 项目资助、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

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ＣＦＰＳ） 数据库 ２０１０ 年数据。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ＦＰＳ） 搜集个体、 家庭、 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 样本覆盖全国 ２５ 个省 ／市 ／自治区， 目标样

本规模为 １６０００ 户， 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 ＣＦＰＳ 能够较准确地描述全国情况，
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数据支持。

首先我们将成人问卷与社区问卷进行匹配， 得到包含个体和社区相关信息的样本。 然后进行异常

样本处理， 剔除掉以下几类样本： ①年龄小于 １８ 岁的样本； ②还在上学的样本； ③个体收入为 “不
适用、 拒绝回答、 不知道” 的样本； ④兄弟姐妹个数为 “不适用、 拒绝回答、 不知道、 为负” 的样

本。 为了确保个体的兄弟姐妹数量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我们进一步选取 １９８０ 年之后出生的样

本， 也就是在 ２０１０ 年小于 ３０ 岁的样本。
２ 变量选择

（１） 被解释变量： ①个体的受教育程度， 用受教育年限衡量； ②个体收入， 用个人年内总收入

衡量。 个人总收入不仅限于工资或劳动收入， 还包括经营性收入等。
（２） 核心解释变量： ①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数量。 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数量规定在不同民族、 不同

地区之间有所区别。 这种差异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安排为我们度量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可能。 在 ＣＦＰＳ
调查中， 有一个社区层面的问题， “您村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家庭允许生几胎？”。 对该问题的回答

可以作为对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数量的一个度量。 对此问题回答为 “不适用” 的社区均为城市社区，
考虑到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中普遍施行一胎政策， 因此对于城市社区将此值赋为 １。 最后去除掉

对此问题回答 “不知道” 的社区。 将此变量记为 ｐｌａｎ， 表示家庭所在社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允许生育数

量， 以下简称 “计生数量”。 ②兄弟姐妹数量。 在 ＣＦＰＳ 调查中有一个直接的问题， “请问您有几个兄

弟姐妹 （包括已经去世的）”。 我们将对此问题的回答作为兄弟姐妹数量的度量。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含义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ｉｎｃｏｍｅ 个人年收入 ４１２６ １４６２９ ０４ ２２３８５ ６５ １ ６０００００
ａｇｅ 年龄 ４９８５ ２４ ７０ ３ ４５ １８ ３０
ｅｄｕ 受教育年限 ４９８５ ８ ８７ ４ ３２ ０ ２２

ｓｉｂｌｉｎｇｓ 兄弟姐妹数量 ４９８５ １ ４５ １ ２１ ０ ８
ｍａｌｅ 是否男性 ４９８５ ０ ４６ ０ ５０ ０ １

ｄａｎｇｙｕａｎ 是否党员 ４９８５ ０ ０３ ０ １８ ０ １
ｈａｎ 是否汉族 ４９８５ ０ ８９ ０ ３１ ０ １
ｕｒｂａｎ 是否城市户口 ４８７３ ０ ４５ ０ ５０ ０ １
ｍａｒｒｉｅｄ 是否已婚 ４９８５ ０ ６１ ０ ４９ ０ １
ｐｌａｎ 计生数量 ４８７３ １ ２９ ０ ５０ １ ３

（３） 控制变量： ①年龄

及其平方项， 控制个体收入存

在倒 “ Ｕ” 型的生命周期现

象； ②性别， 本文中以女性为

参照组， 设为 ０， 相应的， 男

性为 １； ③婚姻状况； ④中共

党员身份； ⑤户籍状况， 农村

户口为 ０， 城市户口为 １； ⑥
民族， 以少数民族作为参照

组， 设为 ０， 相应的， 汉族为 １； ⑦省份虚拟向量， 用以控制省份固定效应。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 在有效样本中， 个体平均收入为 １ ４６ 万， 平均年龄为 ２４ ７ 岁，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８ ８７ 年， 平均兄弟姐妹数量为 １ ４５ 个。 在样本构成上， 城市户口样本占到 ４５％ ，
汉族家庭占到 ８９％ ， 与当年全国情况基本接近①。 有效样本遍布 ２５ 个省 ／市 ／自治区， 这表明本文所

·０２１·
①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２０１０ 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比为 ４９ ６８％ ， 汉族占比为 ９１ ５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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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据对全国情况有较好的代表性。 其中社区层面计生数量 （ｐｌａｎ） 最多规定可以生育 ３ 个孩子， 平

均计生数量为 １ ２９ 个。 此外， 我们还按户口、 民族、 省份等维度分别考察计生数量， 并与郭志刚

等［２５］计算数据进行比较①， 结果均表明本文所用样本具有较好的全国代表性。

四、 兄弟姐妹数量与个人收入

家庭内部的 “人口数量质量替代” 假说是劳动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研究主题， 意指兄弟姐妹数

量会影响个体质量。 在本部分我们对这一假说进行检验， 一个基准模型是：
ｙｉ ＝ γ０ ＋ γ１Ｓｉｂｌｉｎｇｓｉ ＋ γ２ Ｘ ｉ ＋ υｉ （１）

　 　 其中， ｙｉ 通常选取个体收入、 受教育程度、 身高等指标。 考虑到研究代表性及数据可得性， 本文

选取受教育年限 ｅｄｕ 与个体收入 （取对数）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 若 γ１ 显著为负， 则表明该假说成立。
在自主生育的情况下， 生育数量由家庭内部决定， 因此生育数量会与一系列家庭特征因素相关，

如健康、 智商、 文化资本等， 而这些家庭特征因素会通过基因遗传、 养育等途径传递给子女， 进而影

响到子女的收入， 导致兄弟姐妹数量与扰动项相关的内生性问题。 兄弟姐妹数量的内生性问题是实证

检验 “人口数量质量替代” 假说所面临的一个主要困难。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 我国人口出现了

快速的增长。 政府由此开始控制人口， 实行计划生育。 １９８０ 年， 我国执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生育数量由政策外生给定。 接下来分析中， 我们采用计生数量作为兄弟姐妹数量的外生工具变量。

我们首先考察兄弟姐妹数量对个人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见表 ２。 初步 ＯＬＳ 分析显示， 每增加一个

兄弟姐妹， 个人受教育年限平均减少 ０ ７５ 年。 当我们利用计生数量作为兄弟姐妹数量的工具变量并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处理内生性后， 结果显示兄弟姐妹数量增加带来的负面效应更大，
每增加一个兄弟姐妹， 个人受教育年限平均减少 ２ ０８ 年， 见模型 （２）。 即当我们用受教育程度衡量

个体质量时， 在我国确实存在家庭生育的 “数量质量替代” 现象。 其中， 在第一阶段回归中， 兄弟

姐妹数量与计生数量显著相关， Ｆ 值为 ６１ ２２， 远高于文献中常用的 Ｆ ＞ １０ 的标准， 说明模型不存在

弱工具变量问题。 其次， 由于模型属于 “恰好识别” （即工具变量的个数等于内生自变量个数）， 无

法使用 Ｓａｒｇａｎ⁃Ｂａｓｓｍａｎ 检验来直接验证工具变量的外生有效性， 因此采用间接方法进行检验， 将第二

阶段回归残差对工具变量回归， 系数并不显著， 这也验证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以下涉及工具变量回

归的模型我们均对其作了如上考察， 结果均显示， 计生数量作为兄弟姐妹数量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表 ２　 兄弟姐妹数量与受教育程度

变量
（１） ＯＬＳ
全样本

（２） ＩＶ
全样本

（３） ＩＶ
女性样本

（４） ＩＶ
男性样本

（５） ＩＶ
农村户口样本

（６） ＩＶ
城市户口样本

ｓｉｂｌｉｎｇｓ － ０ ７５３∗∗∗ － ２ ０８４∗∗∗ － ２ ６４４∗∗∗ － １ ５１４∗∗∗ － １ ７９３∗∗∗ － ２ ２４０∗∗∗

（０ ０５１） （０ ３３０） （０ ５００） （０ ４３６） （０ ５２７） （０ ４２３）
　 　 注： １． ∗∗∗、∗∗、∗分别表示 １％ 、 ５％ 、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中均为依据稳健标准差计算的 ｔ 值， 下同。 ２． 上述模型均控制了
年龄及平方项、 婚姻状况、 中共党员身份、 民族状况、 省份固定效应。 此外， 模型 （１）、 （２） 还控制了性别、 户口状况， 模型
（３）、 （４） 控制了户口状况， 模型 （５）、 （６） 控制了性别。 限于篇幅， 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未给出，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考虑到兄弟姐妹数量对个人受教育程度影响的异质性问题， 我们进行了分样本考察。 按性别分样

本的结果显示， 女性受到的兄弟姐妹数量的负面影响更大， 每增加一个兄弟姐妹， 女性的受教育年限

平均减少 ２ ６４ 年， 而男性只减少 １ ５１ 年。 这也就反映出女孩在家庭教育资源竞争中的劣势地位。 此

外， 分城乡考察结果显示兄弟姐妹数量对个体受教育年限的负面影响在农村中更小。 这可能因为农村

·１２１·
① 周俊山、 尹银［４］就曾利用郭志刚等［２５］的数据匹配省份宏观数据， 考察了计划生育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



　 《人口与经济》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户口个体受教育程度已经较低的缘故， 农村样本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 ７ ３２ 年， 甚至低于九年义务教

育要求的年数。 兄弟姐妹数量对个体受教育程度的负面影响受到义务教育的限制， 一方面由于义务教

育规定的强制作用， 另一方面近些年来义务教育阶段开始免费， 对于农村样本来说， 兄弟姐妹数量的

增加并不会大幅度增加上学的成本。 而城市户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１０ ７６ 年， 高于义务教育规定的年

数， 超出的部分由家庭自行负担， 因此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对个体受教育程度的负面影响较大。
接下来， 我们考察兄弟姐妹数量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见表 ３。 初步 ＯＬＳ 分析显示， 每增加一个兄

弟姐妹， 个人收入平均减少 ５ ７％ 。 然而由于兄弟姐妹数量受到内生性的干扰， 这一结果并不可信。
我们利用计生数量作为兄弟姐妹数量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处理内生性， 最终

结果显示兄弟姐妹数量对个人收入的负面影响不再显著， 见模型 （２）。 这也就表明当我们用个人收

入衡量个体质量时， 在我国不存在家庭生育的 “数量质量替代” 现象。

表 ３　 兄弟姐妹数量与个人收入

变量
（１） ＯＬＳ
全样本

（２） ＩＶ
全样本

（３） ＩＶ
女性样本

（４） ＩＶ
女性样本

（５） ＩＶ
男性样本

（６） ＩＶ
农村户口样本

（７） ＩＶ
城市户口样本

ｓｉｂｌｉｎｇｓ － ０ ０５７∗∗∗ － ０ １０２ ０ ３６３∗∗ ０ ５３２∗∗∗ － ０ ０６８ ０ ０８５ ０ ４３２∗

（０ ０２１） （０ １１８） （０ １６４） （０ １５４） （０ １６５） （０ ２０１） （０ ２４９）
ｅｄｕ ０ １８３∗∗∗ ０ ３１３∗∗∗ ０ ０８０∗∗ ０ ０９６∗∗∗ ０ ２３４∗∗∗

（０ ０３３） （０ ０７１）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７） （０ ０５６）
　 　 注： １． 上述模型均控制了年龄及平方项、 婚姻状况、 中共党员身份、 民族状况、 省份固定效应。 ２． 模型 （１） － （３） 还控制
了性别、 户口状况， 模型 （４）、 （５） 控制了户口状况， 模型 （６）、 （７） 控制了性别。 限于篇幅， 控制变量结果未给出， 有兴趣的读
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然而， 当我们控制住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时， 见模型 （３）， 却发现此时兄弟姐妹数量对个体收入

呈现正向影响。 由于受教育程度同样存在内生性问题， 模型中我们用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作为工具变

量， 后面的分析均采取这一方法。 由此可以看出， 兄弟姐妹数量对个人收入的影响由教育途径、 直接

途径两部分组成： 第一， 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会通过降低个体受教育程度进而不利于其个体收入的提

升； 第二， 兄弟姐妹数量能够直接提升个体的收入水平。 如果我们把前者视为兄弟姐妹数量的人力资

本效应， 把后者看作社会资本效应， 那么兄弟姐妹数量对个人收入的总体影响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大小

比较。 兄弟姐妹数量增加不利于个体人力资本的积累， 但是由于兄弟姐妹是个体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

部分， 数量的增多意味着这种天然社会强网络的扩大有助于增加个人收入。
分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 兄弟姐妹数量的社会资本效应对女性影响更大， 对男性的影响不再显

著， 甚至出现负的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女性收入较低， 往往是被帮助者， 兄弟姐妹数量越多， 个人收

入越高； 对于男性而言， 由于个人收入相对较高更多扮演帮助者的角色， 兄弟姐妹越多意味着更重的

负担， 一定程度上抵消掉兄弟姐妹数量作为社会资本带来的收入增长效应。 此外， 兄弟姐妹作为社会

资本对个人收入的提升作用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 且在城市中表现出更大的收入增长效应。 兄弟姐

妹作为个体的社会资本， 一方面有利于个人收入的提高， 另一方面， 会成为负担而不利于个人收入的

增加。 兄弟姐妹的总体社会资本效应还要取决于二者的比较。
学术界对 “人口数量质量替代” 假说进行检验时常得出不一致的结论。 有的学者通过实证检验

发现， 人口质量衡量指标的选取可能是一个关键因素［２６］。 我们在本部分讨论了兄弟姐妹数量对个人

的影响， 发现 “人口数量质量替代” 在我们以受教育程度衡量人口质量时成立， 而以个人收入衡量

时却不成立。 因此本文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述的发现。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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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计划生育政策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下面将直接考察计划生育政策对个人受教育程度、 个人收入的影响。 计生数量由政府外生给定，
因此计划生育类似于一起自然实验， ｐｌａｎ 具有较好的外生性， 受内生性问题影响较小。 模型设定如下：

ｅｄｕｉ ＝ β０ ＋ β１ｐｌａｎｉ ＋ β２ Ｘ ｉ ＋ εｉ （２）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ｉ ＝ α０ ＋ α１ｐｌａｎｉ ＋ α２ Ｘ ｉ ＋ ｕｉ （３）

　 　 首先， 我们考察计划生育对个人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初步的 ＯＬＳ 分析显示， 见表 ４ 模型 （１），
计生数量与个人受教育年限之间呈负相关。 当我们控制住个体的基本特征之后， 见模型 （２）， 二者

的负相关关系仍然显著。 不过计生政策规定生育数量的安排本身可能存在内生性。 经济发展水平越低

的地区和人群， 政府更可能做出宽松的生育政策安排， 比如农村地区、 少数民族， 也就是说计划生育

政策与个体收入水平可能存在反向因果。 受数据所限制， 我们难以找到计生数量的合意工具变量， 因

此我们通过尽可能多地控制住可能影响计生数量的变量以求进一步减小内生性。 因此我们在模型

（３） 中控制住个体是否为城市户口、 是否为汉族以及省份固定效应向量以求减小上述内生性影响，
结果显示计生数量依然与个体受教育年限呈显著负相关。 这表明， 政策允许生育的数量越少， 个体受

教育年限越长， 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有利于个体受教育年限的提高。

表 ４　 计划生育对个人受教育程度、 个人收入的影响

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ｅｄｕ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１） ＯＬＳ （２） ＯＬＳ （３） ＯＬＳ （４） ＯＬＳ （５） ＯＬＳ （６） ＯＬＳ （７） ＩＶ （８） ＩＶ
ｐｌａｎ － ２ ６９４∗∗∗ － ２ ４１７∗∗∗ － ０ ９２７∗∗∗ － ０ ４６１∗∗∗ － ０ ３６９∗∗∗ － ０ ０４７ ０ １３７∗∗ ０ ０７４∗

（０ １１９） （０ １１６） （０ １３５）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２）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９） （０ ０４１）
ｅｄｕ ０ １４１∗∗∗ ０ １０６∗∗∗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４）
ｍａｌｅ － ０ ０９３ ０ ０１３ ０ ５６１∗∗∗ ０ ６０８∗∗∗ ０ ６５３∗∗∗ ０ ４５６∗∗∗

（０ １１３） （０ １０４）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７） （０ ０３２）
ｌｎａｇｅ １１９ ２０１∗∗∗ １１１ ４２９∗∗∗ ３０ ０８９∗∗∗ ２９ ６７０∗∗∗ １７ ２９０∗∗ １０ １２２∗

（１６ ２４１） （１５ ３１３） （７ ０３３） （６ ５３４） （７ ５０５） （５ ２２６）
ｌｎａｇｅ２ － １８ ０７３∗∗∗ － １７ １２４∗∗∗ － ４ ３２３∗∗∗ － ４ ３４４∗∗∗ － ２ ４６５∗∗ － １ ４００∗

（２ ５６６） （２ ４１７） （１ １０９） （１ ０３１） （１ １８０） （０ ８１９）
ｍａｒｒｉｅｄ － ２ ４５０∗∗∗ － １ ９９５∗∗∗ － ０ ２８４∗∗∗ － ０ １４２∗∗∗ ０ ０８４ ０ １４３∗∗∗

（０ １４０） （０ １３２） （０ ０５０） （０ ０４８） （０ ０６４） （０ ０４４）
ｄａｎｇｙｕａｎ ４ ２７１∗∗∗ ３ ９０５∗∗∗ ０ ５１７∗∗∗ ０ ４４４∗∗∗ － ０ ０９０ － ０ ０３３

（０ ２３８） （０ ２２８） （０ ０９７） （０ ０８７） （０ １１８） （０ ０８６）
ｈａｎ ０ ９１８∗∗∗ ０ １１５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９

（０ ２１８） （０ ０８９） （０ ０９５） （０ ０７０）
ｕｒｂａｎ ２ １８３∗∗∗ ０ ４３７∗∗∗ ０ １４６∗∗ ０ ０５９

（０ １１８） （０ ０５３） （０ ０７３） （０ ０４７）
省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２ ３４５∗∗∗ － １８２ ６１１∗∗∗ － １６８ ７００∗∗∗ ９ ４４７∗∗∗ － ４２ ７３３∗∗∗ － ４１ １６０∗∗∗ － ２２ ８３８∗ － １０ ０９４
（０ １６２） （２５ ６５４） （２４ ２０２） （０ ０６２） （１１ １４５） （１０ ３５０） （１１ ８３５） （８ ２５６）

样本量 ４８７３ ４８７３ ４８７３ ４０４０ ４０４０ ４０４０ ３４５１ ３２３０
Ｒ２ ０ ０９８ ０ ２００ ０ ３２６ ０ ０２３ ０ １２２ ０ ２３１ ０ ２４２ ０ ２９７

接下来， 我们考虑计划生育对子代个人收入的影响。 初步的 ＯＬＳ 分析显示， 见模型 （４）， 计生

数量与个人收入之间呈负相关。 当我们控制住个体的基本特征之后， 见模型 （５）， 二者的负相关关

系仍然显著。 考虑到计生政策规定生育数量的安排本身可能存在内生性， 我们在模型 （６） 中控制住

个体是否城市户口、 是否汉族以及省份固定效应， 结果显示计生数量依然与个体收入呈负相关， 不过

不再显著。 这表明， 计划生育并没有像提高个人受教育程度一样提高个人收入。 在个人收入方面，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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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生育政策并没有给微观个体带来显著的好处。
考虑到计划生育对个人收入影响的人力资本途径， 我们在模型 （６） 的基础上控制住个体受教育

年限， 对计划生育的收入效应进行分解。 个体受教育程度可能因与扰动项中的能力等因素相关而使得

计量结果受到内生性的干扰， 因此我们采用父亲的受教育年限作为个体受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重新估

计， 见模型 （７）。 结果发现， 当我们控制住受教育程度时， 计生数量显著正向影响个体收入， 政策

允许生育的数量越少， 个体收入越少， 计划生育政策不利于个体收入的提高。 也就是说， 当我们控制

住人力资本途径时， 计划生育通过社会资本途径对个人收入产生了显著的不利影响。 计划生育减少了

个体的兄弟姐妹数量， 尽管减弱了彼此之前关于家庭资源的竞争， 增加了个体的受教育程度， 然而也

确实减少了个体在兄弟姐妹方面的社会资本。 在我国当下社会保障体系尚待完善的情况下， 兄弟姐妹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保险的作用， 不仅体现在共同赡养父母方面， 也体现在对风险的抵抗方面。
兄弟姐妹数量的减少意味着个体社会网络的变化， 当个体在遭遇不确定情况时， 缺少了兄弟姐妹之间

的互相帮助， 在赡养父母方面也要承担起更重的担子。 考虑到样本中存在个人收入较低的情况， 我们

将个人年收入低于 １０００ 元的样本予以剔除， 重新进行模型 （７） 的回归， 结果依然显著， 见模型

（８）。 这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总之， 本部分的实证结果表明： 第一， 计划生育有利于以受教育年限衡量的个体人力资本的增

加。 第二， 计划生育对个人收入无显著影响， 然而当我们控制住受教育程度这条传递途径后， 发现计

划生育对个人收入存在正向的显著影响。 这表明， 计划生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存在正负两种影响途

径， 一是计划生育通过受教育程度增加个人收入， 二是计划生育通过其他途径降低了个人收入。 二者

共同作用下， 导致计划生育对个人收入的综合影响不再显著。

六、 结论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无疑将是深远、 全面的。 对计划生育政策

后果的认识， 需要我们从多维度进行。 然而目前对计划生育政策后果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政策的宏观影

响层面， 对计划生育如何直接影响微观个体的关注略显不足。 本文旨在实证考察计划生育对子代个人

收入的影响， 进一步丰富计划生育政策微观影响领域的研究。
计划生育对于微观个体最直接的影响在于减少了家庭的生育数量， 对于子代而言， 即意味着兄弟

姐妹数量的减少。 兄弟姐妹作为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会对个体

产生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兄弟姐妹之间不仅在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互相竞争， 还作为天然的社会网

络成为彼此重要的社会资本组成。 对于个人收入而言， 兄弟姐妹的整体影响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大小比

较。 本文从计划生育对微观个体的直接影响这一角度出发，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 年

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计划生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结果发现， 人力资本层面的 “人口数量质量替

代” 在中国的成立， 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有效地增加了个体的受教育年限， 然而兄弟姐妹作为社会

资本的作用也同时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而减弱。 综合两种效应来看， 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显著地

影响个人收入。 此外， 本文也发现， 在对 “人口数量质量替代” 假说进行检验时， 人口质量衡量指

标的选取可能是一个关键因素。
政府出台计划生育政策旨在通过控制人口数量提升人口质量， 加速我国的经济发展。 确实， 在受

教育程度方面，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通过减少子代的兄弟姐妹数量， 提高了个体的受教育程度。 计划

生育改变了家庭子女结构， 使子女从家庭资源竞争的不利局面中解放出来， 获得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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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个人收入方面， 计划生育并未对微观个体产生显著的有利影响。 因此， 在看到兄弟姐妹的竞争

效应的同时， 我们还要关注兄弟姐妹对个体的正面影响， 全面认识兄弟姐妹在个人生活中的作用。 这

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个体表现的家庭微观影响机制， 而且有助于理解计划生育政策的后果影

响。 尤其是我国当下社会保障制度尚待完善的情况下， 兄弟姐妹作为一种保险机制所带来的正面效应

更为突出，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计划生育政策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热

点问题， 学术界对此也多有重视。 研究计划生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拓宽了我们对计划生育政策后果的

认识， 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口学、 经济学的相关研究， 也对人口政策调整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１ ］ 蔡昉． 人口转变、 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０ （４）： ４ － １３．

［ ２ ］ 蔡昉． 人口转变、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Ｊ］ ． 人口研究， ２００４ （２）： ２ － ９．

［ ３ ］ 王金营， 杨磊． 中国人口转变、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 ［Ｊ］ ． 人口学刊， ２０１０ （５）： １５ － ２４．

［ ４ ］ 周俊山， 尹银．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Ｊ］ ．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１ （１０）： ６１ － ７３．

［ ５ ］ 汪伟． 计划生育政策的储蓄与增长效应： 理论与中国的经验分析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０ （１０）： ６３ － ７７．

［ ６ ］ 瞿凌云． 人口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基于人口数量与质量替代效应的视角 ［Ｊ］ ． 人口与经济， ２０１３ （５）： ２４ － ３２．

［ ７ ］ 邬沧萍， 王琳， 苗瑞凤． 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过程、 前景和对策 ［Ｊ］ ． 人口研究， ２００４ （１）： ８ － １５．

［ ８ ］ 蒋正华， 张羚广． 新世纪、 新阶段人口研究和人口工作 ［Ｊ］ ． 中国人口科学， ２００３ （１）： １ － ８．

［ ９ ］ 刘永平， 陆铭． 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基于家庭养老视角的理论分析 ［ Ｊ］ ． 经济学 （季刊）， ２００８ （４）：

１２７１ － １３００．

［１０］ 邹至庄． 中国经济转型 ［Ｍ］．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１９０ － ２２９．

［１１］ 赖德胜． 计划生育与城乡收入差距 ［Ｊ］ ． 中国人口科学， ２００１ （３）： ７０ － ７５．

［１２］ ＣＨＵ Ｊｕｎｈｏｎｇ． Ｐｒｅｎａｔａｌ ｓｅｘ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ｘ⁃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１， ２７ （２）： ２５９ － ２８１．

［１３］ ＥＢＥＮＳＴＥＩＮ Ａ．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ｇｉｒｌ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ｎｅ ｃｈｉｌｄ ｐｏｌｉｃｙ ［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１０， ４５ （１）： ８７ － １１５．

［１４］ ＥＤＬＵＮＤ Ｌ， ＬＩ Ｈｏｎｇｂｉｎ， ＹＩ Ｊｕｎｊｉ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Ｊｕｎｓｅｎ． Ｓｅｘ ｒａｔｉｏ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９５ （５）： １５２０ － １５３４．

［１５］ ＢＥＣＫＥＲ Ｇ Ｓ， ＴＯＭＥＳ Ｎ．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８６， ４ （３）： Ｓ１ － Ｓ３９．

［１６］ 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 Ｍ Ｒ， ＺＨＡＮＧ Ｊｕｎｓｅｎ． Ｄｏ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ｄｕｃｅ ｍｏｒｅ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ｗｉｎｓ，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ｎｅ⁃ｃｈｉｌ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Ｊ］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９， ７６ （３）： １１４９ － １１７４．

［１７］ 叶华， 吴晓刚． 生育率下降与中国男女教育的平等化趋势 ［Ｊ］ ．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１ （５）： １５３ － １７７．

［１８］ 郭剑雄， 刘琦． 生育率下降与中国农村女孩教育的逆歧视性增长 ［Ｊ］ ． 思想战线， ２０１３ （４）： ３４ － ３９．

［１９］ 刘贵平． 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 ［Ｊ］ ． 中国人口科学， ２００４ （Ｓ１）： ９６ － １００．

［２０］ ＢＩＡＮ Ｙａｎｊｉｅ， ＡＮＧ Ｓ． Ｇｕａｎｘｉ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ｊｏｂ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１９９７， ７５ （３）： ９８１ － １００５．

［２１］ ＺＨＯＵ Ｗｅｉｎａ．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ｒａｔ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４， １１１： ３４ －４７．

［２２］ 张文宏， 阮丹青． 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 ［Ｊ］ ． 社会学研究， １９９９ （３）： １４ － １９．

［２３］ 陈字， 邓昌荣． 中国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Ｊ］ ． 中国人口科学， ２００７ （６）： ７５ － ８１．

［２４］ 王伟， 景红桥， 张鹏． 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感吗 ［Ｊ］ ． 人口研究， ２０１３ （２）： １０２ － １１２．

［２５］ 郭志刚， 张二力， 顾宝昌， 王丰． 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 ［Ｊ］ ． 人口研究， ２００３ （５）： １ － １０．

［２６］ ＬＩＵ Ｈａ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ｏｎｅ⁃ｃｈｉｌｄ ｐｏｌｉｃｙ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４， ２７： ５６５ － ６０２．

［责任编辑　 武　 玉， 方　 志］
·５２１·




